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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清政商关系能否助力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

罗进辉,  巫奕龙,  郑丽群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使用2016—2019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从战略变革的综合视角

切入，实证检验了亲清政商关系构建对民营企业战略转型的潜在积极影响。本文发现：地区政

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本地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越高，意味着亲清政商关系助力了民营

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检验发现，亲清政商关系主要是通过提升地区市场活力和降低企业融资

约束的路径进而提高民营企业战略变革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

变革的正向影响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企业和管理层持股较高

的样本中表现更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亲近和清白的政商关系均能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战略

变革，并对宏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工作

不仅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以及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而且相关结论为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和促进民营企业战略转型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及时的经验支持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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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在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功不可没。然而，长期

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大多依靠要素成本驱动和依赖低成本竞争。进入新发展时期，随着各

类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高能耗、低技术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基本要求，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迫在眉睫。同时，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

不少困难和问题，许多民营企业家形容这些问题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即“融资的高山”“市场

的冰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与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企业的战略转

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公平便利的融资环境作为资源支持（邢斐等，2022），以及自由竞争的

市场环境作为转型驱动（万赫等，2021）。换言之，民营企业跨越“转型的火山”的前提条件是破

除“融资的高山”和“市场的冰山”的桎梏，这既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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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中指出，民营企业遇到“三座大山”有企业自身的原

因，也是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由于过去的正式制度建设落后，对政府权力的监管一度松软，

权力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长期被企业视为“靠背”政府的捷径，“亲而不清”的扭曲政商关系使

得民营企业缺乏动机进行市场化的战略转型。此外，在高强度的反腐压力下，出现了许多“躺平

式”干部，“清而不亲”的政商关系难以支持民营企业推进战略转型。为此，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要保持亲近也要维持清白。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那么，在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的制度背景下，亲清政商关系能否助力民营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推进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纵观现有文献，既有学者针对驱动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外部因素展开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

研究（杜慕群，2003；Scott和Davis，2007；Mishina等，2010；孟庆斌等，2019；邢斐等，2022），其
中，在战略变革的外部驱动因素方面，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

方面，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特别地，营商环境是企业不得不面对且赖以生存的重要外部环境，

而政商关系又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商关系亲清化的重构，势必直接影响企业战略与

外部政商环境的匹配性。与此同时，企业的战略变革离不开稳定的资源支持，这对于长期面临

资源约束的民营企业尤其如此。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的资源约

束，使其更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战略变革。基于上述的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立足于当前中

国民营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挑战，拟实证检验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是否有助于驱动民营企业

战略变革，进而助力实现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具体地，利用2016—2019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4 440个观察数据，本文检验发现：（1）
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显著提高了本地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这是因为政商关系的亲近

化和清白化将为民营企业实施市场化的战略变革提供更强的能力和动力。（2）在影响机制方

面，本文发现地区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提高市场活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促进民营企

业的战略转型，表明亲清政商关系能够破除“融资的高山”和“市场的冰山”的障碍，从而助力民

营企业跨越“转型的火山”。（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地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

的正向影响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和管理层持股较高的企业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4）本文发现新型政商关系的“亲近化”与“清白化”都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的

战略变革，两个维度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民

营企业战略变革的积极影响最终会作用和表现在战略性的创新活动上，体现为提高了民营企

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质量。（5）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本文实证发现亲清政商关系

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工作潜在的贡献或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丰富了

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来，

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既有研究从企业创新（管考磊，2019；周俊

等，2020）、绿色转型（罗进辉等，2023）、社会责任（江炎骏和许德友，2020）、投资效率（庄旭东和

张翼飞，2021）等具体视角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但是现有更多研究集中于亲清政

商关系影响的理论构建与逻辑演绎上（张国清等，2016；毛寿龙，2016），具体且深入的经验检验

研究相对匮乏。本文从战略变革的综合视角考察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转型升级的潜

在积极影响，从融资约束和市场活力两个路径厘清了政商关系亲清化影响微观企业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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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为科学评估亲清政商关系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增量的经

验证据。其次，本文扩展了企业战略变革外部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外部驱

动因素是战略管理领域的焦点问题，现有研究在外部因素方面发现环境的动态性和丰富性

（Zhang和Rajagopalan，2010；武立东等，2012）、媒体舆论（钟熙等，2020）、金融生态环境（杨风

和吴晓辉，2017）、宽松的货币政策（Yang等，2015）等因素均有助于促进企业战略变革。本文在

此基础上分析检验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积极影响，有效扩展了企业战

略变革驱动因素的相关文献。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本文关于政商关系

亲清化能够助力民营企业战略转型的结论，能够深化社会各界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战略认

识，为继续推动各级政府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决策参考。

 二、  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制度背景

政商关系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互动关系的集中体现（邱实

和赵晖，2015），反映出权力与资本、政治运行机制与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联系和博弈（邓凌，

2016）。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以政治关联为典型政商关系曾经在复苏经济、开辟市场上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弊端和不足也日益暴露，使得传统政商关系陷入“亲而不清”的僵

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强度的反腐败建设打破了这一僵局，腐败丛生的乱象得到抑制。但是随

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许多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承担行为的失范成本，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表

现出“清而不亲”的不作为姿态，阻碍了有为政府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中的

效用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政商关系也提了出新发展需求，构建合理

适配的新型政商关系刻不容缓。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使用“亲”“清”两个字概括并系统阐

述了新型政商关系，要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要保持亲近也要维持清白。2017年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并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该重要论述写入《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

阵，专心致志搞发展”，同时李强总理亦重申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作用。

概括来看，亲清政商关系自其概念被提出以来，正在“自上而下”地被持续推进，成为各级

地方政府优化政商环境的基本指导方针。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明确了政商关系的标杆和底线，致

力于打造“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罗进辉等，2022）。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商关系

正在向“亲清化”的格局过渡和转变，使得政商环境生态更为积极健康，促使政府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政策环境和政务服务，最终助力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尝试从战略变革的综合视角

回答“亲清政商关系能否以及如何助力民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这一问题，梳理出地区政商关

系亲清化对经济主体行为影响的内在逻辑。

（二）相关文献回顾

1.企业战略变革的相关研究。战略变革是企业在现有战略与客观环境之间动态匹配下，实

现自我更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和提高经营绩效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Kraatz和Zajac，2001；连燕玲等，2016）。关于如何驱动企业战略变革的研究十分丰富，研究的

核心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两大视角。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视角，学者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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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代理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从组织资源能力、内部治理机制和高管特征等

角度展开研究。在组织资源能力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组织资源能力演化过程中所创造的动态能

力是触发战略变革的重要因素（Burgelman，2002；杜慕群，2003；邢斐等，2022）。在内部治理机

制方面，既有文献发现所有权结构（孙泽宇和孙凡，2021）、董事会特征（尹翠芳等，2014）、
CEO晋升和任期（刘新民等，2013；钟熙等，2019）等内部治理因素对企业战略变革具有显著的

影响。在高管特征方面，诸多文献发现高管的年龄、性别、职业经历、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

征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知结构、价值观、信仰结构的差异，进而影响公司的战略选择和

变革倾向（Herrmann和Datta，2005；钟熙等，2019；董静和邓浩然，2021）。基于外部环境视角，组

织生态学理论和制度理论认为，引起企业战略变革的动力源自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从整

体外部经营环境来看，现有文献认为当环境动态性、丰富性较高时，企业拥有较强的资源获取

能力，会主动寻求战略变革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Hambrick和Schecter，1983；Zhang和
Rajagopalan，2010；武立东等，2012）。对于具体的经营环境而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万赫等，2021）、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杨风和吴晓辉，2017）、宽松的货币政策（Yang
等，2015）均能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此外，孟庆斌等（2019）从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角度出发，研

究发现卖空机制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战略激进度。钟熙等（2020）发现媒体负面舆论带来的

声誉压力和合法性压力会促使企业改变资源配置进行战略变革。

通过以上文献不难发现，有效驱动企业战略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内部组织资源能

力、治理机制、高管特征和外部制度环境构成了相应的支撑系统。但是鲜有学者从政府与企业

的互动关系角度切入，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直接影

响。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对企业形成强有力的资源约

束和制度约束。当前中国各级政府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背景，为研究政

企关系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情境。

2.亲清政商关系的相关研究。传统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现有研究根据不同的政治关系及其制度诱因理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基于资源依赖

理论的“收益观”，认为企业与政府所建立的连结关系对企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体现为“收益”
（Li和Zhang，2007；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第二，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风险观”，认为企业与

政府之间的连结会给企业带来高昂的政治成本，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预会损害公司价值

（罗进辉等，2017）。第三，基于法与金融理论的“综合观”，认为政治关系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资源

或政治干预，其影响作用需要嵌入特定情境进行具体分析（贺小刚等，2013）。随着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的概念提出和构建实践的开展，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亲清政商关系的潜在重要经济

后果。学者们发现，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正向作用。随着亲清政商关系

构建的推进，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更为制度化和透明化，政府的资源配置权更多地被让予市

场，极大地压缩了政府设租和企业寻租空间，从而促使企业转向把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创新等市

场导向的战略活动（管考磊，2019；周俊等，2020）。由于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上面临着所有制歧

视，周俊等（2020）发现政商关系亲清化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与此同时，

江炎骏和许德友（2020）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民营企

业社会责任水平。庄旭东和张翼飞（2021）则研究指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

效率。罗进辉等（2023）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增量提质的作用，而江炎骏

（2020）实证发现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可见，现有文献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传统政商关系的积极经济后果只体现在具有政治联系

的特定企业和特定情境中，而在地区层面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则有助于提高当地企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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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质量。但是，目前有关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效应的经验证据仍然相对匮乏，由此本文尝试从

战略变革的综合视角考察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转型升级的潜在积极影响。

（三）研究假设提出

制度理论认为，许多促进增值行为的激励因素取决于制度的质量，这既包括引导个人或组

织选择的经济激励的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安排和规范等非正式制度（North，1990）。企业的战

略导向是倾向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生产性活动，抑或倾向于公关、招待甚

至贿赂等非生产性活动，同样取决于制度创造的相对激励结构（Baumol，1990）。借鉴上述理论

观点，本文分析认为，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优化政商环境的制度安排能够很好地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民营企业直面市场需求迅速做出生产性战略部署，同时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为民营企业诸多战略行为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助力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

首先，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提高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动机。一方面，伴随

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权力在“阳光下”得到了有力的监督和约束。通过将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府的资源配置权被更多地让予市场（管考磊，2019）。在这种情况下，政

府的作用不再是为特定企业提供寻租的机会，而是为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运作环境，使得政府

的设租空间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寻租红利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的主要内容是革

除以往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的陈旧体制，转向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主的宏观管理、监督管

理，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成本，迸发市场竞争的蓬勃活力，进而挤压现有企业的生存空

间（夏后学等，2019）。面对亲清的政商环境，民营企业的竞争规则自然地由“找市长”向“找市

场”转变，企业间的良性竞争机制倒逼企业重新审视自身内部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增强其进行

战略变革的意识与紧迫感。因此，为了保障与客观环境的动态匹配性，民营企业有动机实施战

略变革，以维持和提升市场竞争优势（Pangarkar，2015）。其次，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通过缓解融

资约束增强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能力。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能极大程度地消除长期存在的金

融腐败问题，同时运用更加市场化的融资模式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将民营企业融资需求与经

营风险进行匹配，为相关企业提供更为充足和稳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为政企

交往构建了合法合规的便利渠道，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沟通频繁且有效畅通，政府为民营企

业提供积极靠前的服务，着力为企业的经营发展纾困解难，进而有助于打破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的所有制枷锁和信息不对称困境。换言之，在亲清的政商环境下，民营企业能享受到更有针对

性的政府服务和专项资金支持，以满足其战略发展需求、确保战略变革的有序推进（邢斐等，

2022）。
综上所述，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不仅可以激发民营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动力，还能助力民

营企业更为及时且低成本地获取金融体系和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而有效增强企业从事战略变

革的能力。换言之，亲清政商关系有利于民营企业冲破“融资的高山”和“市场的冰山”的约束桎

梏，有助于民营企业在市场战略上“想变革”“敢变革”“能变革”，从而实现战略转型升级。基于

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同等条件下，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有助于促进本地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6—2019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

作为初始样本。将2016年作为样本起始年份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

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是从2016年开始度量并披露中国城市政商关系的亲清水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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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此基础上，为增加观测样本的可比性，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业的

公司样本；（2）剔除特殊交易（ST）状态的公司样本；（3）剔除交叉上市的公司样本；（4）剔除资

不抵债的公司样本；（5）剔除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最终，本文得到了4 440个公司—年度

样本观测值。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

Winsorize缩尾处理。

本文使用的亲清政商关系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系列报告，地区市场

化指数来自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地区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而公司治理数据以及其他财务指标数据则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战略变革（STRATEGY）
参考现有研究的衡量方法（Bentley等，2013；孙健等，2016；邢斐等，2022），本文通过构建

离散变量的方式来度量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首先，考虑到企业战略变革通常涉及多维度的资

源配置变化，本文重点关注以下六个战略维度：（1）研发投入（研发支出/销售收入）；（2）企业效

率（员工人数/销售收入）；（3）企业成长性（销售收入的历史增长率）；（4）期间费用支出（销售费

用与管理费用之和/销售收入）；（5）企业组织情况（员工人数变动标准差）；（6）企业资本密度

（固定资产/总资产）。其次，由于企业战略变革往往是渐进式的长期革新过程，本文使用上述六

个战略维度过去五年的均值进行“年度—行业”排序。对于前五个维度按从小到大排序并平均

分为5组，从0至4分依次对各组赋值；对于第六个维度分组方式则相反，即最小值赋值为4分，最

大值赋值为0分。最后，将上述六个战略维度的分组得分加总，得到取值范围为0至24分的“公司—
年度”层面的战略变革指标（STRATEGY），该值越大表示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越高。

2.自变量——地区亲清政商关系（ZS）
聂辉华等（2018）从“亲”和“清”两个维度，创建了一套关于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评价

体系，为评价中国各城市政商关系亲清程度提供了客观依据（罗进辉等，2022）。该评价指数得

到了相关学者的普遍认可和使用（管考磊，2019；周俊等，2020；庄旭东和张翼飞，2021）。因此，

本文也使用该指数来衡量中国各地区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水平，即选取民营企业所在城市的

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来衡量其面临的政商关系亲清程度。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至100分，分值越

大表示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构建水平越高。需要说明的是，已发布的2017版、2018版、2020版《中

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的基础数据主要分别来自2016年、2018年、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和相关研究报告。因此，本文以主要基础数据源对应年份匹配地区的亲清政商关系水平，而

2017年的指标数据则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得到。为使亲清政商关系指数在取值上趋于正态分

布，参考陈红等（2018），对地区亲清政商关系指数进行了对数化转换。

3.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企业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刘新民等，2013；李维安和徐建，2014），本文

从公司特质、公司治理、宏观环境三个层面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对企业战略变革产生系统影响的

因素。（1）公司特质层面，包括公司规模（SIZE）、公司绩效（ROA）、资产负债率（LEV）、主营业收

入增长率（GROWTH）、公司价值（TOBINQ）、员工规模（SSIZE）、上市年限（AGE）；（2）公司治理

层面，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TOP1）、两职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

事比例（INDOARD）、董事长变更（CHANGE）、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3）宏观环境层面，

包括行业竞争度（COMPT）、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和地区市场化水平（MKT）。此外，本文还

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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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回归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关系，我们构建了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S TRAT EGYi,t = β0+β1ZS i,t +
∑

Controli,t +
∑

INDUS TRY+
∑

YEAR+εi,t （1）

式（1）中，STRATEGY表示战略变革水平变量，ZS表示地区亲清政商关系变量，∑Control表
示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主假设的理论预期，计量回归模型（1）中系数β1应该显著为正，即同等

条件下，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此外，考虑到ZS为地区变

量，在估计上述计量模型时我们对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调整，以缓解异方差问题的

影响。

 四、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战略变革（STRATEGY）的均值为12.74，
标准差为4.27，表明不同样本企业在战略变革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为本文的回归估计提

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地区亲清政商关系（ZS）的均值为3.98，标准差为0.46，反映出不同地区

间的政商关系健康度构建情况较为接近，但也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平均而言，样本民营上市公

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为29.26%，董事会规模（BOARD）为8.02个席位（e2.0822≈
8.02），独立董事（INDOARD）占比为37.76%，这些变量特征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情况相符。此

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取值分布均在合理范围内，未发现异常情况。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25 中位数 P75 最大值
STRATEGY 4 440 12.7439 4.2692 1 10 13 16 24

ZS 4 440 3.9828 0.4621 0.7794 3.6989 4.0459 4.3641 4.6052
SIZE 4 440 22.2715 1.0191 20.0744 21.5935 22.1929 22.8779 25.4084
ROA 4 440 0.0292 0.0837 −0.3670 0.0121 0.0355 0.0659 0.2209
LEV 4 440 0.4067 0.1901 0.0571 0.2563 0.4019 0.5424 0.8590

GROWTH 4 440 0.2026 0.4632 −0.6081 −0.0098 0.1233 0.2949 2.8943
TOBINQ 4 440 2.3567 1.4995 0.8651 1.3808 1.8868 2.7778 9.1845

SSIZE 4 440 7.6362 1.1090 4.7274 6.9305 7.6153 8.3782 10.3361
AGE 4 440 2.6647 0.3394 2.0794 2.3979 2.4849 2.9444 3.3673
TOP1 4 440 0.2926 0.1260 0.0835 0.1968 0.2770 0.3730 0.6573

DUALITY 4 440 0.3509 0.4773 0 0 0 1 1
BOARD 4 440 2.0822 0.1868 1.6094 1.9459 2.1972 2.1972 2.4849

INDOARD 4 440 0.3776 0.0527 0.3333 0.3333 0.3636 0.4286 0.5714
TURN 4 440 0.2236 0.4167 0 0 0 0 1

MSHARE 4 440 0.1576 0.1724 0.0000 0.0033 0.0835 0.2856 0.6093
COMPT 4 440 0.9167 0.0806 0.4999 0.8900 0.9353 0.9756 0.9842

GDP 4 440 0.1155 0.0047 0.1021 0.1126 0.1166 0.1191 0.1222
MKT 4 440 9.0169 1.6793 4.2100 7.6500 9.6700 10.2900 10.9600

 

（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2列示了地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影响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2结
果显示，无论是单变量回归还是加入控制变量回归，亲清政商关系（ZS）的系数均在1%统计水

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水平越高，本地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越高。特别

地，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地区亲清政商关系（ZS）每变化一个标准差，民营企业战略变革

（STRATEGY）的变化值相对其均值的变化幅度为5.17%（1.4255×0.4621/12.7439），说明相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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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具有一定的经济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无论是统计显著性还是经济显著性，地区亲清政商

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关系都是显著成立的，支持了本文的主假设，即地区政商

关系的亲清化，能够增强民营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动机和能力，从而助力其实现战略转型

升级。
 
 

表 2    主假设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STRATEGY

模型1 模型2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ZS 1.1398** （2.5508） 1.4255*** （3.226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440 4 440
调整R2 0.0266 0.2202

F值 3.3492 40.5597
　　注：（1）***、**、*分别表示双尾检验的统计显著水平为1%、5%、10%；（2）括号内为T值，下同。
 

（三）稳健性测试

1.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主假设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战略灵活度高的企业更可能

主动与当地政府建立互动关系，进而推动地区亲清政商关系的建立。为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

法予以缓解。具体地，参考Chong等（2013）和李春涛等（2020），本文选取企业所在省份接壤城

市亲清政商关系指数的平均值（BORDER）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2SLS回归。理论上，由于地区

间政府存在模仿效应与示范效应，周边城市政商关系的亲清化会带动并影响本地区政商关系

亲清化的实施与推进，但是邻近地区的政商关系并不会直接影响本地民营企业的战略决策。工

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1和模型2所示，相关结果与表2高度一致。
 
 

表 3    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处理效应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 地区固定效应

ZS STRATEGY STRATEGY STRATEGY STRATEGY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ZS 2.5850** 1.0524** 2.0347*** 0.9174**

（1.9678） （1.9909） （3.6983） （2.5414）
BORDER 0.5153***

（9.7662）
IMR 0.2455

（1.3761）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691 3 691 3 691 1 756 4 440
调整R2 0.6129 0.2132 0.2252 0.2288 0.2474

F值 144.2073 30.9287 36.0172 37.3925 23.8552
 

（2）处理效应模型。针对主假设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Maddala（1986）提出

的处理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第一阶段的Probit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根据亲清政商关系年度

中位数定义的组别变量（ZSD），大于中位数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解释变量为本文的全部控
 

1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1期）



制变量，同时以接壤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水平（BORDER）作为外生工具变量。在此基础上，测算

每个观测样本的逆米尔斯比率（IMR），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IMR）引入计量回归模型（1）进行

回归分析，从而调整纠正观测样本的自选择偏差。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3模型3所示，相关结果

同样支持了本文主假设的理论预期。

（3）倾向得分匹配。为了进一步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提高

样本间的可比性来缓解相关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文以前述的亲清政商关系组别变量（ZSD）

作为被解释变量，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协变量，进行Logit回归估计得到观测样本的倾向得

分，然后根据近邻1:1匹配原则进行样本匹配。匹配之后的两组样本的所有特征差异不再显著，

表明倾向得分匹配很好地消除了两组样本间的特征差异，使得样本间具有更高的可比性①。

表3模型4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研究结论。

（4）控制地区固定效应。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地区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

的影响关系，本文尝试进一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减轻地区层面遗漏变量问题的潜在干扰，据

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从表3模型5可知，本文主要变量的系数符号和统计显著性均没有发生实

质变化，说明地区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不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成立。

2.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采用无形资产替换研发投入测算的企业战略变革水

平，基于行业均值偏差程度的短期战略变革指标（Tang等，2011；叶康涛等，2014），基于未来五

年均值的长期战略变革指标以及T+1期的短期战略变革指标作为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替代性

变量；（2）根据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年度中位数和十分位数，构建反映城市亲清政商关系

相对优劣的离散型变量作为亲清政商关系的替代性变量；（3）使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都支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②。

 五、  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的逻辑，一方面，政商关系亲清化将促使政企关系更为制度化、规范化、透明

化，公共资源配置权更多地被让与市场，市场运行主体更具话语权和决策权，企业面临的市场
限制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有助于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热情、迸发市场活力，最终形成良
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现有研究表明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需要适时调整自身的战略选择
来动态匹配外部环境以维持核心竞争优势（万赫等，2021）。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将促使企
业积极寻求转型，占据“优先利润”。另一方面，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丰富的投资机会，融资约
束往往导致民营企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邢斐等，2022），而亲清政商关系在消除
金融腐败的同时，要求政府走近民营企业靠前服务，为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针对性的金融
支持。因此，本文将从市场活力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影响民营企业战略变革
水平的作用机制。

具体地，本文使用城市创业活跃度衡量市场活力（ACTIVE），参考叶文平等（2018）的做法，
以城市新注册公司数量与城市现有公司数量的比值度量城市创业活跃度，城市创业活跃度越
高，表明当地市场活力越充足③。参考Hadlock和Pierce（2010）和宋敏等（2021），本文采用SA指
数来度量企业融资约束（FC）④。SA的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高。在此基础上，本

 ①受限于篇幅，这里未列示倾向得分匹配的均衡性检验结果，备索。
 ②受限于篇幅，这里未列示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备索。
 ③城市新注册公司数量和现有公司数量的数据来自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该数据来自百度旗下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数据

源的爱企查数据库。
 ④计算公式为：SA=–0.737×SIZE+0.043×SIZE2–0.04×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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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市场活力和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中，亲清政商关系（ZS）
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4中，亲清政商关系（ZS）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能
够激发当地的市场活力，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模型2和模型5的结果表明，地区的市场活
力越强、企业融资约束越低，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越高。模型3和模型6分别将亲清政商关
系与市场活力、融资约束同时引入回归模型，对应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吻合。
更为重要的是，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市场活力和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成立。
 
 

表 4    影响机制分析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市场活力 融资约束

ACTIVE STRATEGY STRATEGY FC STRATEGY STRATEGY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ZS 0.0426*** 1.0292** −0.0108* 1.4016***

（4.5343） （2.3489） （−1.6902） （3.1801）
ACTIVE 12.7294*** 9.2957**

（3.0501） （2.2423）
FC −2.4144** −2.2093**

（−2.5015） （−2.2950）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440 4 440 4 440 4 440 4 440 4 440
调整R2 0.4821 0.2204 0.2242 0.8881 0.2131 0.2216

F值 20.2777 40.2097 40.2021 953.5330 43.0201 43.1982
Bootstrap检验Z值 4.75*** 2.21**

（二）异质性分析

为了深化关于地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促进效应的认识，下面本文将从宏

观层面的地区市场化水平、中观层面的行业技术密集度和企业区域位置、微观层面的管理层持

股等三个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些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是考虑到：亲清政商关

系将公共资源配置权更多地让予市场，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很大限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运作

能力，而这与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密切相关；企业战略变革需求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差

异，尤其是在新发展阶段处在传统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的转型升级需求更大，地区亲清政

商关系在其中的转型赋能效应尚待深入探究；企业战略变革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的显著特征，

虽然亲清政商关系通过优化外部政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寻求转型，但从企业内部来看战略变

革很高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层的长期导向，而管理层持股能够引导和促进管理层的长期导向。

（1）宏观层面。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

题更为普遍，阻碍了鼓励创新和优胜劣汰的市场决定作用的发挥。当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时，

受益于其市场机制所积累的运作经验，能较好地匹配亲清政商关系下所给予的市场权力空间，

保障亲清政商关系下公共资源配置权的市场化效用更快、更好地发挥出来，促使民营企业将资

源更好地投向创造价值的战略活动中。据此本文推测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正

向影响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会表现得更强。基于此，本文以王小鲁等（2019）编制的中国市

场化指数衡量地区市场化水平，根据年度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子样本

（MKT=1）和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子样本（MKT=0），进而对两组样本进行检验。表5模型1和模

型2结果支持了我们的预期，说明发挥亲清政商关系的转型赋能效应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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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异质性分析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STRATEGY

MKT=1 MKT=0 TECH=1 TECH=0 EAST=1 EAST=0 MSHARE=1 MSHARE=0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ZS 1.9750*** 1.1016* 1.1799** 1.8742*** 2.5867*** 0.2050 1.9948*** 0.8732
（3.5488） （1.8544） （2.3017） （3.8704） （4.5732） （0.3871） （3.6503） （1.6278）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33 2 507 2 640 1 800 3 232 1 208 2 219 2 221
调整R2 0.2829 0.1960 0.2212 0.2641 0.2400 0.2242 0.2247 0.1877

F值 14 023.6545 25.8184 26.8427 19.4496 30.1570 10.9687 20.8957 15.3971
经验p值 0.024** 0.044** 0.000*** 0.007***

　　注：经验p值基于重复抽样1 000次的费舍尔组合检验构造出亲清政商关系（ZS）组间系数差异统计量
的经验分布得到。
 

（2）中观层面。首先，按照要素密集程度，现有行业可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

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完全依赖于围绕客户和市场需求的产品

和技术创新，这是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通常依靠更多的劳动

和机械设备投入进行生产活动，处在该行业的企业发展模式较为粗放，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

给不足，更加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亟须进行转型升级。因此，本文预期亲清政商关系对

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在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为了检验上述预期，

本文参考杨金玉等（2022）将高科技行业归属为技术密集型行业（TECH=1），非高科技行业归

属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TECH=0），进行分组检验。其次，我国经济发展在区域间存在着明显

的不平衡现象，东部地区的发展阶段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黄群慧，2018）。一方面，中西部地区

各省份产业布局较为低端，综合创新能力较弱，该区域的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更大，亲清

政商关系可能对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更强。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经过长

期的积累具有更好的资源禀赋，能够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环境

等一系列优质配套措施，使得亲清政商关系赋能效应的释放更为充分。也就是说，企业地理区

位对亲清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战略变革关系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鉴于此，

本文根据民营企业所在省份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EAST=1）和中西部地区（EAST=0）两个

子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表5模型3至模型6的结果表明，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正

向影响在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这意味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系统的软硬环境协调体系，短期内

难以与亲清政商关系产生协同效应。

（3）微观层面。前述分析只是将企业当成一个“黑箱”，从外部制度环境的视角分析亲清政

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关系。然而，企业战略变革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很大程度上掌

握在管理层手中，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战略革新取决于管理层在决策时对短期与长期的得失权

衡。代理理论认为，现代股份制公司管理层与股东的目标函数存在天然的冲突（Jensen和
Meckling，1976）。管理层通常更加短视，缺乏动机实施长期的战略转型，而股权激励能够将管

理层利益与企业长期利益捆绑，达到利益趋同的效果。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当民营企业面临亲

清政商环境变迁带来的格局重构与市场重塑时，持有较高股权的管理层将具有更强的动力和

积极性及时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实施长期且市场化的战略变革，以适应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

为了检验上述预期，本文根据样本管理层持股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管理层持股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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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MSHARE=1）和低管理层持股子样本（MSHARE=0）进行检验。表5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与预

期一致。

（三）亲近指数与清白指数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析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水平的影响效应，以及二者是

存在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具体地，本文分别使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
亲近指数（QJ）和清白指数（QB）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模型1和模

型2中，亲近指数与清白指数的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即无论是亲近的政商关系还是

清白的政商关系，均能够助力民营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特别地，模型3显示，当把亲近指数、清白

指数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同时引入回归模型后，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两个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且二者的交乘项的系数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对民营企

业战略变革的影响表现为互补效应。总而言之，政商关系的亲近化与清白化对民营企业战略变

革均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亲近化的政商关系使得政府致力于了解民营企业发展诉求，为企业提

供完善的服务，能够为民营企业战略变革提供重要资源支撑，清白化的政商关系能够更好地激

活公共资源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发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需求。因此，政商关系的亲近化与清白

化二者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助力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
 
 

表 6    亲近指数与清白指数影响差异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STRATEGY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QJ 0.7339** （2.1675） 0.7188** （2.2650）
QB 0.8554* （1.8024） 1.5581*** （2.7114）

QJ×QB 1.5011** （2.4052）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440 4 440 4 440
调整R2 0.2164 0.2139 0.2227

F值 39.9858 40.3141 38.0739
　　注：交乘项中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四）亲清政商关系对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分析

战略是企业决策的顶层设计，整体战略导向会最终体现在具体战略活动中。创新活动是民

营企业的重要战略活动，创新活动表现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营企业的战略导向与革新程

度。由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地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经验影响关系，以便从

一个更为具体的侧面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相关影响。

具体地，本文将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质量三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其中以研发支出

强度（INPUT）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研发支出强度（INPUT）等于研发支出额与营业收入

的比值；以专利申请量（ALLPY）衡量创新产出水平，专利申请量（ALLPY）等于目标企业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与1之和的自然对数值；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以发明专利

申请量（INVPA）作为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代理指标，发明专利数量越多，说明企业创新质量越

高；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UMPA）衡量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据此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7所示。可以看到，无论是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还是以创新质量作为因变量，地区亲清政商

关系变量（ZS）都得到了统计显著的正回归系数。这些结果表明，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使得

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实施战略革新活动，将战略资源投向更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创新活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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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

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升级。
 
 

表 7    亲清政商关系对创新活动影响的Tobit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INPUT APPLY INVPA UMPA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ZS 0.0083** 0.2966* 0.3952** 0.0905
（2.0080） （1.7165） （2.4970） （0.4186）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440 4 440 4 440 4 440
Log likelihood 6 437.2209 −6 599.7112 −5 913.0602 −5 652.3381

　　注：括号内Z值。
 

（五）亲清政商关系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

考虑到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如下计量回归模型，检验亲

清政商关系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
ES i,t,GT FPi,t

}
= β0+β1ZS i,t +

∑
Controli,t +

∑
CITY +

∑
YEAR+εi,t （2）

式（2）中，被解释变量包括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ES）和经济高质量发展（GTFP）。具体

地，参考于斌斌（2015）和周国富和陈菡彬（2021）的做法，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

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ES）；根据余泳泽等（2019）和湛泳和李珊

（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基于SBM模型测度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代理指标（GTFP）。解释变量为亲清政商关系（ZS）。本文控制了以下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教

育支出（EDU，等于教育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科学支出（TECH，等于科学支出与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值）、财政分权度（FINADP，等于财政预算内收入与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值）、人

均生产总值（GDP，等于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人口密度（POPU，等于人口密度（万人/
平方公里）的自然对数值）、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等于互联网用户数与人口总数的比

值）。此外，本文在计量回归模型中还引入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表8列示了亲清政商关系的宏观经济后果回归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亲清政商关系（ZS）
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引导

和支持，释放产业转型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亲清政商关系（ZS）的回归

系数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8    亲清政商关系宏观经济后果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ES 因变量：GTFP

模型1 模型2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ZS 0.0939*** （3.5302） 0.0020** （2.2333）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123 1 123
调整R2 0.8977 0.1903

F值 8.6426 10.4820
 

 六、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下，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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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措施。本文从战略变革的综合视角切入，利用2016—2019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4 440个
观察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对本地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经验影响关系。结

果发现，地区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能够促进本地民营企业进行战略变革，因为政商关系亲清化

使得民营企业更有动力和能力实施战略变革活动，以实现自我更新和保障与环境的动态匹配

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一方面，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能够充分激发当地的市场活力，倒逼民

营企业进行战略变革以提升市场竞争优势，使其在战略上“想变革”，进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战

略变革水平。另一方面，地区政商关系亲清化能够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为民营企业

实施战略变革提供有力支撑，使得民营企业在战略上“敢变革”“能变革”，进而提高了民营企业

的战略变革水平。亲清政商关系增进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作用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异质性，我们

的证据显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非技术密

集型行业、东部地区企业和管理层持股较高的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同时，本文还发现“亲
近化”与“清白化”作为新型政商关系的两大维度，都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存在正向的促进作

用，而且相互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此外，本文还发现，地区亲清政商关系显著提升了民营

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质量，从而真正助力民营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升级。最后，从微

观到宏观层面，本文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首先，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

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这一结果启示我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切实服务微观企

业个体、助力民营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升级。因此，各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应该更积极地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更好地实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其次，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

持股能够增强地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民营企业可通过

给予管理层适当的股权激励等保障机制，使得管理层在决策中能够权衡制度环境优势与制度

重塑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关注并重视战略选择的内外匹配性，从更长远、更具战略性的视角

为企业谋发展。再次，为了更好地发挥亲清政商关系的相关积极影响，各地区还应该从更大的

视角出发完善地区的市场化环境，因为本文研究发现完善的市场化环境能够增强政商关系亲

清化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最后，亲清政商关系下，民营企业会通过加大创新投入

进而提升创新产出与创新质量，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各地政府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从而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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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Promot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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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using the annual observation sampl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tential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o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hang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in a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local private enterprises, indicating that such a
relationship can assist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chiev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analyses
demonstrate that the mai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mproves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nhances regional market
vitality and mitigat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Based on heterogeneous analys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o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stronger in sample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er level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non-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eastern-region enterprises, and higher management shareholding. Furth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Finall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cro region, as well 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findings offer timely experiential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promoting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cordial and clea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private enterprise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market vitality;  financing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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